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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电视剧《重器》在广大法律从业者群体中
引发强烈的反响。为此，我们特邀身处不同岗
位的法律人和法科学子结合各自的经历，写
下他们观剧后的感受与思考。
　　可以说，作者们的感受与思考虽各有侧
重，但他们都透过剧集看到了新中国法治一
路走来的曲折。回望来时路，不只是对过往岁
月的复盘，更意在以此观照当下现实。公平正
义的实现，从来不是某一个群体孤军奋战的
结果，它离不开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协同
与守望。
　　时代环境已然变迁，但这份对公平正义
的追求一脉相承。今天的法律从业者同样需
要立足本职岗位，各尽其责、彼此守望，以各
自的担当持续投入实践，合力推动法治事业
不断向前发展。

□ 成永哲

　　法者，治国之重器。电视剧《重器》剧名立意宏大，叙事切口却细腻
微观。剧集通过讲述五位法学学子十八年的成长蜕变，再现了改革开
放初期，我国法治建设筚路蓝缕的探索进程。身为一名民事法官，看完
该剧，我不禁思考：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前人是如何走
的？我们又该如何走？
　　《重器》宛如一台时光机，平缓而生动地还原了改革开放之初的法
治实景。彼时法检两院挤在老旧办公楼联合办公，院长、检察长会为一
间办公用房争执不休，没有标准化法庭，法官只能在露天场地、办公室
临时开庭审案。相较于物质条件的极度匮乏，法治理念的滞后更为棘
手：疑罪从无原则的确立举步维艰、“家暴是家务事”的错误世俗观念
根深蒂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舆论裹挟审判……如此种种，深深
困扰着初代法治建设者。剧集通过一个个案件，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
法治建设的过程，再现了前辈们是如何通过一步步探索、一点点完善、
一次次抗争，才让权利保障、程序正义、罪责相当、疑罪从无这些当今
被认为理所应当的原则与观念最终落地生根的。
　　不知来时路，不可致远途。法治的每一次进步，都应当被铭记。只
知道低头赶路，是到达不了更远的地方的。
　　《重器》像一本日记，记录着法律人的初心和成长。比如，老检察官
郭达杰为了追查闫继才冤案，即便身患重病，临终前仍在梳理案件细
节，一心想要还无辜者一个清白。但是，他最终也没能等到真相大白的
那一天。又如，农村妇女邱阿桂长期遭受家庭暴力而又多次求助无果，
为了保全女儿的清白，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主人公夏英杰跟随法官
方淑梅四处奔走、多方努力，只想为这个不幸的女人争取一个死缓的判

决，但仍然没能改变邱阿桂被判处死刑的结果。当看到不甘而又无奈的
夏英杰抱着邱阿桂女儿失声痛哭的那一幕，我的眼睛也跟着湿润了。
　　剧中的每位主人公都经历了类似的心路历程。他们有过痛苦、犹
豫和迷茫，但最终还是选择不改初心，一边成长一边奋斗。无论经历了
多少风雨，他们的心始终是热的。是的，我们坚持一件事，并不是因为
这样做一定会有效果，而是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
　　《重器》描绘出一幅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群像。剧中的五位主人公同
为法学专业学子，但毕业后走上了不同的职业道路。五个人选择各异、
岗位不同，但同属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共同抱有法治初心，一齐推动法
治进步。法院的职能是定分止争，但定分止争不能只靠法官、法院和法
律。审判、检察、基层治理、法律服务等环节紧密衔接，都是法治体系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法治进步从来不是某个单一群体的独角戏，是法
律职业共同体乃至全社会共同推动的结果。
　　《重器》像一面镜子，让我们能够审视自身从而看到不足。这部剧
对于五位主人公的刻画全面而细腻，没有把他们塑造成完美无缺的英
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足之处，这些不足，有的源于个人经历，有的
源于时代局限，有的也可能源于职业特点。法律职业的高门槛和专业
化，像一道无形的墙，拉大了一些法律人与其他群体的心理距离。
　　剧中，主人公们前往偏远的南余县法院实习时遇到了军转干部郑
建民。当得知没有受过法学教育的郑建民也梦想成为法官时，法学高
才生余高远马上表现出了轻视、不耐烦甚至某种敌意。照他的话，如果
全是这种半路出家、临时抱佛脚的，中国法治建设什么时候走上正轨？
但后来郑建民通过自己的学习和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检察官。余高
远的想法显然并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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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燕晴

　　热播剧《重器》刚刚收官，这部年代法治剧没有回避我国法治发展中
的曲折，融入了许多真实案例。它引发了笔者的思考——— 重提过去的司
法难题，会不会影响人们对法治的信心？那些被时代裹挟的个体，该如何
被历史叙述安放？这部剧能够直面法治历程中的弯路，本身意味着什么？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李德顺用“佳肴的历史在厨房”来比喻法治
的成长过程，采买、清洗、烹饪的过程难免粗糙狼藉，但食客只看得到成
品。《重器》将观众带入法治的厨房，剧中的观念碰撞正是后厨的景象。如
果只是习惯于品尝端上桌的精致大餐，很少走进后厨看一看，就会惊讶
于油烟味和案板上的血迹。这种震惊是理解真实法治史必需的第一课。
　　沿着《重器》的演绎回顾过往案件时，一个容易产生的误区是站在
现有的法治观念上简单评判过去。这部剧的深度在于它启发观众进一
步分析弯路背后的原因，思考那些今天看来有违程序正义或实体正义
的做法，为何在当时出现且得到相当程度的社会认同。
　　置身事内来看，法治并非真空中的存在，它处在具体的社会观念、
治理形势和历史条件之中。剧中的乔至良案等案件折射出了其中的一
个突出特征，即道德责难与法律责任在特定历史环境下难以清晰分
开。司法所面对的不只是抽象的、固定的法条，还包括一个时代关于善
恶与秩序的集体认知。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初期人口流动加快、治安压力突出，从重从快
的司法政策因而具有现实的吸引力。在这种时候，疑罪从无、罪刑相适
应这些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原则，未必天然能够得到公众理解。通过钱
兴良案等案件，《重器》呈现出了真实而复杂的司法实践现象。例如，对
于一个被大众认为是“坏人”的嫌疑人，坚持证据不足便不能定罪，有时

反而要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在陈一众等主角团的经历中，观众发现法
治不是把一套正确理论写进法条再照章执行。很多原则产生、落地的过
程，本身就是与既有观念、治理需要乃至公众正义感不断磨合的过程。
法治原则最需要被坚持的时候，往往也正是坚持它最困难的时候。
　　法治进步叙事中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历史总体的进
步与个体的遭遇？对此，剧中陆则铭有一个尖锐的追问：法治进步总有
代价，但谁愿意成为那个代价？对具体个人而言，被错误定罪、被剥夺
自由、被时代裹挟的人生，不会因为后来制度有所进步就变得“值得”。
我们必须区分解释代价与正当化代价，理解法治进步所处的历史土
壤，不等于替走过的弯路开脱。
　　《重器》的发问是，我们对此能做什么？剧中的回答揭示了法治自身如何
将这些代价转化为制度经验，使后来者不必一次次成为同样困境的承担者。
　　“佳肴的历史在厨房”，法治的历史却不止于公检法机关。在法治
走向完善的过程中，那些制度尚未定型时的试错、观念的冲突、权力边
界的模糊等思想争鸣确实存在于相对封闭的专业场域里。但法治逐步
走向成熟时，它就从“厨房”端出来的成品走向了公共空间共同的创造
物，不再只是法律人关起门来研究的学问，而是每位公民都能参与且
必须参与讨论、监督、维护的共同事业。
　　1978年，卢新华的《伤痕》发表，以一个普通人的命运书写时代留
在个体身上的伤痕，成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近半个世纪以后，《重器》
以另一种方式触碰历史伤痕，它把法治进程中的曲折与个体付出的代
价搬上了荧幕。三十多年前，人们首先要争取的是让伤痕被看见。如今
能够重新讲述这些不轻松的历史，则意味着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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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丽

　　凭借扎实的剧本创作、厚重的时代感和对法治进程的生动展现，
电视剧《重器》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剧中，一件件因历史局限、社会环境、制度短板催生的冤错案，在法律
人的坚守下得以艰难平反。他们倾尽青春年华、毕生学识与理想信念，深
耕司法一线，为法治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那些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判
决，在彼时却需要一群法律人穷尽智慧、经验、学识和社会资源、冒着各种
未知风险才能艰难达成。透过剧情，观众会不由自主地感叹法治进程的艰
难，明白今天的法治文明是一代又一代法律人不懈努力的结果。
　　法治从不是冰冷刻板的条文堆砌，而是人文温度与制度规则的有
机融合，是法理情理的平衡共生，这也是《重器》叙事最动人的内核。剧
集将宏大的国家法治叙事，落脚于普通人的成长与坚守，以小见大折
射时代变革。不管是法官、检察官、公安民警、律师还是法学研究者、法
律制定者，他们都不是生而完美的人，也从不生活在真空中。作为一个
个有血有肉、情感丰富的法律人，他们在理想与现实、法理与人情的反
复拉扯中，不断经历困惑与破壁、冲突与成长、受伤与治愈。法治信仰
的种子就在现实的缝隙中扎根、发芽、蓬勃生长。正是这份真实的人物
刻画，让法治建设的进程变得可感、可知、可共情。
　　剧中的“邱阿桂杀夫案”，是那个时代极具代表性的司法案例。邱阿桂二
十年来持续遭受丈夫家暴，最终为保护年幼女儿，不得已挥刀杀夫。这起案
件始终在民心道义与法律准绳之间反复拉扯：一边是村民朴素的共情与愤
慨，以及婆家坚守的杀人偿命的传统认知；一边是死者长期家暴、突破人伦

底线的恶行，理应承担相应过错责任。案件的审判一时陷入两难境地。
　　当法官陈述作出死缓判决的理由，人民陪审员却回怼“在南余，打媳
妇的男人有的是，我和我儿媳妇都是挨打挨过来的”。这句台词道出了法
治起步阶段最真实的困境：社会的法治观念远远落在法律制度后面。
　　不止于此，剧中还有诸多写实的司法场景：法院开庭审理案件，双
方当事人争夺写有“原告”的桌牌，因为谁都不想当被告；律师李乡为
强奸致死案的犯罪嫌疑人依法作无罪辩护，遭遇义愤填膺的围观群众
咒骂和群殴，后来甚至以涉嫌“包庇罪”遭到逮捕；基层庭审中，双方当
事人争抢“原告”桌牌，只因无人愿意背负被告的身份；旁听百姓织毛
衣、吃红薯、抽烟袋，将严肃庭审当作市井大戏……
　　这些在今天看来荒诞不经的场景，却是那个年代真实的司法生态。
《重器》以客观辩证的视角，如实还原了特定历史阶段司法探索的复杂性。
剧中，五位法科学生初出校园时，怀揣课本所学的法律知识，踌躇满志、满
怀热忱。真正扎根司法实践后，他们才发现，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远超
预期，只能在一次次实践中主动调整认知、扩容思维、升级法治理念。
　　这种认知的升华，在曾经身为法学精英的陈一众的父亲的叮嘱中得
到了颇有深意的表达：“知其不可而为之，吾将上下而求索，努力让正确的
答案越来越多，才更有价值。”这是一代代法律人共同的精神底色，他们知
道自己可能无法在有生之年看到法治的完备，但他们依然选择躬身入局。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这或
许就是《重器》留给我们最深的启示：法治的信仰，从来不在别处，就在
每一个选择“置身事内”的普通人身上。

　　（作者系四川公安文联会员）  

□ 汪少鹏

　　观看《重器》的过程，于我而言，不只是一次法治作品审美体验，更
是一场对自我职业生涯的系统性回溯。四十余年光阴流转，中国刑事
法治经历了波澜壮阔又跌宕起伏的变迁，我的职业轨迹恰与这段历史
高度重合。写下这篇文字，既是为一部优秀的电视剧留下观感，更是为
自己与这段法治进程紧密交织的生命历程做一份注脚。
　　《重器》以罕见的客观和格局，将刑事辩护制度置于法治转型的历
史纵深处加以审视，让长期在法治题材影视表达中缺位、失真的刑事辩
护律师职业群体，首次获得了有血有肉、有历史纵深感的正面描述。因
此，它不是一部单纯地讲述刑事辩护律师故事的职业剧，而是一部以辩
护权为观察坐标、审视中国法治如何从荒芜走向生长的制度正剧。
　　《重器》的厚重感，来源于大量取材于刑事司法史上的真实案例。
全剧前后穿插了11起刑事案件，每一起案件都如同一面棱镜，从不同
侧面折射出特定时代的司法困局。
　　整部剧最让我感同身受的是李乡案。乡村教师乔至良与魏三妹自
愿交往，魏三妹服毒自杀，公诉机关以强奸罪起诉乔至良，舆论强烈要
求判死刑。指派辩护人李乡向法庭提交情书、忏悔信，证实双方自愿关
系，坚持无罪辩护。乔至良仍被判处死刑，李乡却被以泄露国家机密、
包庇罪犯批捕，法律顾问处负责人洪战胜也牵连入狱。后经袁亦方出
庭辩护，厘清律师履职边界，二人才得无罪释放。
　　这段剧情有沉重的现实底色。20世纪80年代初，律师因正常履职
被刑事追诉并非孤例。彼时刑法尚未设置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但包庇、

泄露国家机密等罪名可被宽泛适用。法理上，无罪辩护不能成为追责
理由，但在制度保障不足的年代，这条底线极易被突破。剧中，袁亦方
在法庭上的诘问，也是一代刑辩律师共同的追问：如果依法做无罪辩
护就构成包庇泄密，律师制度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与周律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剧中驻平山监狱检察官郭达杰、张
丽慧——— 他们锲而不舍、不辞劳苦地为闫继才申诉奔走。在辩护力量
普遍疲弱的年代，检察系统内部同样存在秉持良知、坚守底线的司法
人员，他们用行动守护着程序正义。这或许也是《重器》的一种深意：法
治进步从来不是某一群体的独角戏，而是法律共同体中不同角色各尽
其责、共同发力的结果。
　　剧中案件和其他相关情节，共同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线索：当辩护
律师连依法履职的基本安全都无法保障，当调查取证、无罪辩护都意
味着风险，辩护制度便只剩下空洞的程序外壳。而正是在这样的困境
中，那些依然选择坚守的人，才更显珍贵。
　　回望中国法治建设四十余年历程，从1979年刑法、刑事诉讼法的
诞生，到1996年律师法重新定义律师身份，再到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
覆盖的推进，每一次演进都不是法条的自然生长。它是几代法学研究
者、刑辩律师，以及怀抱法治理想和职业良知的司法人员，以学理支
撑、个案坚守、职业担当共同争取的结果。
　　法治建设有其自身节奏，不可能一蹴而就。既不能因进步自满，也
不必因困境消沉。以耐心正视前路漫长，以信心守护法治方向，这是老
法律人最该持有的态度。

　　（作者系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  

□ 钟 晋

　　在电视剧《重器》刻画的法律群英谱中，律师是公民权利的守护
者、公平正义的捍卫者，也是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者。在剧集中，众多
律师围绕四条战线，展开了为权利的辩护。
　　一是循法守正与强权干预的博弈。律师要为弱者仗义执言，挺起
不畏权贵乱法的脊梁。“衙内”宋小光作为流氓强奸团伙的首犯，被以
患精神病为由脱罪，显然是以权压法的恶果。审判员余高远在承办宋
小光案时，心有不甘却又力不从心，便找来陆则铭和袁亦方担任被害
人的代理律师。二人以附带民事诉讼为切口，在法庭上曝光宋小光罪
行，才让宋小光被判刑五年，并引发宋父被免职追责的附带效果。初审
对于宋小光的量刑畸轻，告诫我们正义可能会迟到，但律师追寻正义
的脚步从未停滞。
　　二是事实真相与案卷记录的冲突。导致案件争议的问题，更多地
集中在事实证据，而不是法律适用。人们对于事实真相的回溯性认知，
时常会产生偏差。案卷材料所呈现的犯罪事实，有时并不是客观真相，
而是办案人员加工而成的“犯罪故事”。如邱阿桂杀夫案，案卷中并无
其夫将女儿送给他人抵偿赌债的事实；又如乔至良强奸内侄女案，案
卷中并无其与内侄女长期通奸的事实。袁亦方、陆则铭、李乡、陈一众
为钱兴良、乔至良、胡旭东的辩护，不是在探讨复杂的法律问题，而是
在苦苦找寻“消失的真相”。

　　三是丰满理想与骨感现实的纠结。剧中十年是新旧刑法更替的过渡
期，从拨乱反正到迈向正轨不可一蹴而就。律师制度的步履蹒跚，对于刑
辩律师的误解与歧视，刑辩“老三难”（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都在剧集
中展露无遗。过去，刑事办案有时会像一辆令人揪心的“故障列车”，时而
“生锈”，应当“发车”时却迟迟不动，一些为非作歹者如宋小光之流，长期
未得到追究；时而“失控”，应当“刹车”时却加速到底，一些冤错案件即使
发现重大问题，也会因“列车惯性”而一错再错。这趟法治列车上的乘客，
不仅有律师和当事人，更有司法人员、社会公众。法治理想与现实状况之
间的差距，值得每一个法律人深刻反思。这也提示律师与司法人员需要
“共情”，法律职业共同体应有更多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所有法律人要
对过往的教训哀之、鉴之，勿使后人复哀后人。
　　四是渡人之力与渡己之能的融合。律师作为自由职业者，依法享有
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但如果笃信金钱至上，终究难成大器。像陆则铭一
样“名利双收”，既关注生活又坚守初心，便是难能可贵。当然，陆则铭、陈
一众那样的背景和机缘可遇而不可求，大多数律师出身草根阶层，长期
身陷矛盾漩涡，更要善于自我把持，切忌“医人者不自医、渡人者难自
渡”。如秦志高好不容易迎来职场翻盘，但家庭的厄运使其心魔滋长，妻
子凶悍蛮横但勤俭持家且对其有救命之恩。直至放任妻子喝下农药后的
弥留之际，秦志高才意识到此生与妻子已不可分离。一宗不作为的故意
杀人罪，为这段沉重的婚姻画上句号，也让秦律师的职业生涯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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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家弘

　　前不久，法治题材电视剧《重器》在央视和爱奇艺同时开播，产
生了很好的反响。
　　8月6日下午，我应邀到全国人大会议中心礼堂参加《重器》看
片会，并作为特邀法学专家发言。之后，又应邀进入直播间，对这部
电视剧进行点评。我通过剧中情节并结合个人经历，讲述了中国法
治的发展历程，也指出剧中一些不太准确的内容，并进行补充说
明，无罪推定就是一例。
　　在《重器》第一集，高中生陈一众看到杜晓辉等不良青年欺负
女生薛春燕并围殴音乐教师徐钊，便挺身而出。混乱中，徐钊带薛
春燕逃离现场，陈一众被打昏在地。当晚，薛春燕遇害身亡。警方调
查后抓走杜晓辉。陈一众听徐钊酒后真言，猜疑其与薛春燕之死有
关。徐钊则说，“疑罪从无”。陈一众回家后向父亲询问“疑罪从无”。
后者作为一位老法官，便给儿子讲解了无罪推定原则，并希望儿子
学习法律。
　　看了这集之后，我有两点感想。第一，该剧的编剧和导演捕捉
到我国刑事司法从1979到1997年的发展要点“无罪推定”，并将其
作为电视剧的主题，在第一集推出，立意深远。第二，这种讲述太过
超前，因为在1979年的中国，还没有“疑罪从无”这个说法。当然，那
时已有“无罪推定”——— 作为外来语。
　　无罪推定是在欧洲启蒙运动中，资产阶级学者为反对封建
专制的司法制度而提出的主张。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在1764
年撰写的《论犯罪与刑罚》中首次提出无罪推定的主张。他在抨
击有罪推定和刑讯逼供时说道：“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
能被称为罪犯的。”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明确提出无罪推
定原则。后来，许多国家都把无罪推定作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
则。1976年生效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规
定了无罪推定。

　　无罪推定原则包括三层含义：第一，任何人在被法院依法判定有罪之前，应该
被假定为无罪者；第二，在刑事案件的审判中，公诉方应该承担证明责任，被告方一
般不承担证明责任，具体来说，被告人既没有证明自己有罪的责任，也没有证明自
己无罪的责任；第三，在公诉方举出的证据未能达到法定证明标准的情况下，法院
就应该判被告人无罪。
　　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旨是确定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如果采用有罪推定，被告人
就要承担证明责任。如果被告方不能用证据让法官相信其无罪，法官就要判其有
罪。这样一来，在一些案件中，被告人可能陷入无法自证清白的处境。从而，法官判
决被告人有罪，不是因为公诉方证明被告人有罪，而是因为被告人不能证明自己无
罪。这显然会增加无辜者被判有罪的风险，而且会导致司法权的滥用。
　　20世纪90年代初，陈光中教授等老一辈诉讼法学家对无罪推定原则进行介绍
和论述，提出我国刑事诉讼法应该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的建议。1996年，第八届全国
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修订的刑诉法在一定程度上吸
收了无罪推定的精神。
　　首先，其中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
罪”。这不是无罪推定的典型表述，但是表达了相似的含义，即被告人在法院判决有
罪之前应视为无罪者。
　　其次，第五十九条和第六十条在规定逮捕问题时，用“犯罪嫌疑人”代替了“人
犯”等有罪推定的语词。
　　再次，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款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
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疑
罪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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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那些在困境中依然选择坚守的人

律师如何为权利而辩护

国之重器的锻造之路

在曲折中理解法治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法治长征路”

□ 冯丽君

　　《重器》早已迎来大结局，但是很多人依然在回味这部电视剧。作
为一名检察官，我共情余高远，致敬张丽慧，欣赏其貌不扬的郑建民和
笑眯眯的“小老头”师父郭达杰。他们的根都是朝泥土里扎的，真正理
解底层老百姓的疾苦，推动着一个又一个案件的平反昭雪。在我心里，
他们才是检察官、法官应有的样子。
　　成熟的稻子会弯腰。虽然陈一众这个人物在《重器》中是男主
一号，但在真实的法律人工作场景中，他绝对算不上“一哥”。陈一
众毕业之后入职检察院，在我看来，他不适合当检察官，因为缺乏
一名检察官应有的理性。他所办的首个案件完全受心魔驱使，把师
父“工作要投入，但不要代入”的告诫当成了耳边风。当这起受害人
当街被人凌辱案最终办砸，他自己也选择放弃检察官这个职业，到
学校“回炉”去了。他之所以逃离，是因为没有学会弯腰，没有俯身
朝下去看真实的民生。这在夏英杰身上同样有体现。高中时代，因
她的家庭社会地位比挨批斗的陈家要高，总对陈一众表现出居高临
下的优越姿态。毕业多年，她面对已是其上司的余高远时依然优越
感十足，全然不知自己的处境已非常不利，而对方是为了保护她才
保持着克制与隐忍。
　　虽杀身难成仁。夏英杰，单纯善良、美丽大方，至死都是少年。作为
普通人，她值得大家这样喜欢。但作为法官，则另当别论。她不仅个人
英雄主义严重，还有些是非不分。学生时代的她和做法官的她，最大的
区别不过是身上多了件法官制服而已，实际上并没有完成一名法官真

正的成长。以钱兴良案为例，人命关天的事，她应该坚持到最后却没有
坚持，而“亡者”归来后，却又坚定地选择同要被问责的梅姐一起去背
那根本不属于自己的“锅”。这种做法背后，实则是滥好人思想，不是真
善良，而是真糊涂！
　　善良须带锋芒。虽然一场高考，让孤儿出身的张丽慧和从农村走
出来的余高远，与陈一众、夏英杰坐在同一个教室，甚至同一张桌椅
上，但他们各自的世界还是天差地别的。因天然差距的存在，“陈一众”
们唾手可得的东西，对余高远来说则如上天摘星。所以他给自己穿上
一双“增高鞋”，想要站到与别人一样的高度。而他谋求的这双“增高
鞋”，正是与方好好的婚姻。值得玩味的是，深谙借势上位和生存之道
的余高远被一些同事嫉妒，又理所当然地被大家期待有更大作为。大
家心知肚明的事，余高远自然更清楚。也许，观众和“陈一众”们看到
的，只是他不择手段往上攀爬；大家没有看到的是，农村小伙子自我保
护式的快速成长。
　　因为得来如此不易，所以余高远特别珍惜，以他的清醒和精明，深
知公器绝不可私用。除了方好好逼着他去“过问”岳父战友的官司，他
实际也并没有“打招呼”外，他在办案中并没有“夹带私货”。这一点，他
比陈一众、夏英杰做得好，恪守法律人职业伦理。余高远也是善良的，
他敢扳倒滨江的“高衙内”宋小光，他坚持认为胡旭东案证据不足，他
一直在保护单纯的夏英杰……但他身上，总有一股遇事盘算的精明、
厉害劲儿和让人不舒服的“刺猬”性格。所以说，他也是善良的，只不过
他的善良与众不同，带着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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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善良当有锋芒

图图为为电电视视剧剧《《重重器器》》海海报报


